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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并不会因为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而消失的观

点如今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而20世纪中期出现的

那些世俗化理论，则几乎都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出现的“后

世俗化”(post-secularism)理论。但是就该词的具体

定义，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我在这里不想以世俗

化和现代化为着眼点，而要从20世纪亚洲将世俗主

义(secularism)作为一种制度化观点去接受的视角，

来探讨其在亚洲的演变历史。世俗主义发源于欧

洲，后来强加于中国社会。我研究的中心，在于探究

帝制中国社会某些具体的宗教生活状态。对照20世
纪前半期日本的世俗主义制度化历史，中国的经验

显得尤其重要。

何塞·卡萨诺瓦(Jose Casanova)为当代世界社会

的“世俗化”一词提出了明确的概念。他认为，根据

最初的世俗化理论，世俗化应该导致宗教信仰和宗

教实践的衰落，宗教被边缘化到私人领域，世俗环

境与宗教机构、规范脱离。然而，他发现只有第三

点，即宗教从历史上那种普遍而广泛的社会角色淡

出这一过程，是可以被历史进程所证实的。实际

上，他也认为，除非放弃政治或是神权统治的野心，

并顺应社会需要，否则宗教在现代世界的衰落难以

避免①。

在其雄辩地论述西方世俗化历史的标志性著作

《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中，查理斯·泰勒(Charles
Taylor)提出，世俗主义是欧洲宗教在历史进程中的

发展结果，而在这一过程中，新教的作用尤其具有代

表性。在泰勒看来，前近代基督教的“自我”，是一种

“可渗透型”的自我(porous self)：自然的和超自然的

现象，均可能形塑、决定这种自我。随着对外部世界

的祛魅化(disenchantment)，以及新教改革所带来的

信仰内化，一个关注对内在，而不是对外部世界的超

越的“隔离型自我”(buffered self)，开始出现。

诚然，近代欧洲如文明化、专业化等历史因素，

也曾将宗教变为“自足的自我”(sufficient self)的一个

条件，但逐渐地，受到限制的上帝的角色，萎缩到

“隔离型自我”不再需要的程度。泰勒认为，“隔离

型自我”可以被看作轴心文明逻辑的普遍化，或向

下的延伸，而轴心文明逻辑所要求的“克己型”的信

仰(renunciatory faith)，在早期，对象仅仅是“选民”或

“导师”。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世俗主义称为“超越中

的超越”。

在这部巨著中，泰勒详细记述了不同时期宗教

信仰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或种族性(ethnicity)，以
及“注定的政治使命”(providential political missions)
等近代认同的各种形态之间的联系。但是在当代，

他发现西方的信仰(faith)与信条(belief)，已经变成脱

离相关团体领导的自愿行为。宗教因而成为个人或

比较视野下的宗教与世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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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自我表达的一部分，及自我真实性的来源。人

们不再必须从出生所在的宗教中找到信仰；他们可

能从世界上不同种类的宗教观念，如佛教或玛雅的

神灵中，寻求他们的宗教表达②。

然而，泰勒敏锐的分析，似乎局限在对西方当代

情况的研究上，只有在宗教的概念或多或少地等同

于信仰和信条，他的分析才较为适用。而这一亚伯

拉罕式，乃至新教式的宗教概念，在世界上很多其他

地区并不适用。亚伯拉罕式信仰提供了礼仪(ritual)、
教化 (cultivation practices)、神报 (reciprocities)、约誓

(vows)、预言(divination)、献祭(sacrifice)等人神沟通的

平台。与其他宗教相比，其在对信仰和信条的构建

上扮演着至少同样重要的角色。以文化多元的新加

坡为例，人们为追求最有效的信仰，常从一个神转信

另外一个。因此，信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被需要，但

也许不稳固，不过其在道德和责任培养中的角色却

极为重要。

然而我们该如何理解世俗主义的概念从西方传

播到亚洲这一现象？我的历史观是流转的历史观

(circulatory history)。这是一个新兴的，不以狭隘、封

闭的(tunneled)民族的或文明的视角去看待历史的方

法。历史也并非单纯地从一点出现，然后扩散性地

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如在这个例子中从西欧渗透

到他处。在流转的历史概念中，历史思想与实践的

引入，不仅会经历地方化的变迁，同时也在改变着引

入地的历史。它们会影响到社会上其他方面的变

化，而在流转的过程中自身形式也发生了改变：转化

他者，同时自身也被转化。这一观点，我在别的文章

中已有说明，此不赘述。重要的是，流转历史观的目

的，在于扭转将国家主权原则建立在国家—民族历

史构建基础之上的做法。与此同时，流转的历史被

现存体制及其地方化的发展所塑造。这个新方法的

重要之处，在于发现事件或进程表相下面，地方发展

与流转的潮流之间的交融。

与世俗主义一起从西方传播到亚洲，但是相比

较更早，更鲜为人知的是一种我称之为宗教正统

的“认信化”运动(confessionalization of religion)的情

况③。在这一情况下，当地人对地方性和宗教信仰的

认知是一致的，即地方性等同于宗教性。我认为这

种(宗教上的)“选民”或地方意识与政权融为一体，成

为早期民族主义的一种形式。西方国家长期支持不

同形式的国教；法国即使在革命时期也培育了民族

宗教。直到进入20世纪，它们才独树一帜地以世俗

主义作为政治准则。

在亚洲，现存宗教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受到20世
纪早期西方国家主导的世俗主义和认信主义(confes⁃
sionalism)影响；与之相伴的还有西方国家或认可或

不认可的传教活动。除了世俗主义以外，亚洲的思

想家和领导人确实还认识到，通过对“宗教正统的认

信”来改变过去这些地区清楚划分彼此的传统，对于

他们在新世界格局下的生存和发展非常重要。这样

一来，由于西方和亚洲在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不对

等的权力关系，使得在西方经历了300多年发展的认

信主义和世俗主义进程在亚洲被大大缩短。这对亚

洲的非亚伯拉罕(non-Abrahamic)社会有什么样的影

响呢？

一、超越与中国帝制权力：纵向分隔

以下是公元前 4世纪的《国语》里面一位大臣向

楚王解释的宇宙论：

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

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

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

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

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

烈……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

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

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

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

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

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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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④

张光直教授注意到，这一传说是对萨满教及其

在古代中国政治生活中核心角色最重要的记述。他

认为楚王自身就是最重要的萨满，并且与其神职人

员一道，试图垄断与“天”之神圣权威(the sacred au⁃
thority of Heaven)的沟通权力。换言之，皇帝在礼仪

官员的帮助下垄断了人间与神圣权力沟通；其范围

不仅局限在僧侣和教会，而且覆盖全体人民。这种

历史权威模式(historical authority)，与其他所谓的轴

心时代文明(Axial Age civilizations)是非常不同的。

轴心时代理论来自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
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观点。他们强调超

越对于理性(rationality)、抽象(abstraction)以及道德普

遍主义(ethical universalism)的重要性。但韦伯和二

战后早期的轴心时代理论家都怀疑中国文明是否有

真正的超越观⑤。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和更晚一些

的轴心主义学者修正了早期观点，认为中国文明的

超越有此世道德的倾向(this-worldly ethical orienta⁃
tion)。但是韦伯的观察依然值得我们重新研究。韦

伯认为中国之所以缺乏超越，是因为皇帝行使的是

“凯撒—教皇”统治模式(Caesaro-papist character)以
及父权式的官僚制度。他认为这种与儒家思想密切

相关的官僚制度，抵制了任何可能会挑战祖先崇拜，

或者我们今天所谓“宗族意识形态”(lineage ideology)
的形而上学思想。

虽然我们不能认同韦伯对中国超越特征的描

述，但当代研究表明，他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儒

家学说不能完全用官僚理念(bureaucratic rationality)
去理解。它虽然热衷于宗族意识，但在不同时代和

不同部分，也表现出一种我称之为对“对话式超越”

的旨趣。比方说，这种超然的真理，并非终极或超

然，关于人间福祉(human flourishing)的对话或辩论，

就不那么宗教。尤其重要的是，帝王和官僚制度，并

不能完全代表中国文明。但是，如上述《国语》引文

中所暗示的那样，通过推行凯撒—教皇式的思想，中

国皇帝不仅想确保自己对萨满的垄断以及个人“卡

里斯马式”的合法性，还试图系统地排除任何潜在竞

争者。同时，对超验的“天”的观念的广泛接受，产生

了如“天命靡常”(loss of the mandate of Heaven)的思

想，这种思想附带强烈的等级化概念，虽然在此并无

教士的阶层。

从超越的角度来看，中国帝制社会与纵向结合、

集中或者“宗教正统认信”的亚伯拉罕社会不同，它

是纵向分隔的。虽然中国依靠“天下”的理念构建起

来，但只有皇帝才能行使超越的权力 (transcendent
power)。其余民众，则以“对话超越”的形式，可以祭

拜诸神、精怪和祖先，以满足他们祈求福祉的愿望。

然而，帝国禁止其他人祭天的现象，值得我们重新思

考：如果它没有代表普天之下权威的来源的重要象

征意义，何必要严厉禁止？事实上，长期以来，挑战

天命(mandate of Heaven)的农民起义，就是这种超越

的权威，所表现出的巨大社会力量。

从宇宙观上来看，帝制权威不仅仅是通过天的

概念来塑造的，还可能借鉴了甚至早于商、周时期

神圣权威的非轴心传统。余国藩(Anthony Yu)明确

指出了中国宗教权威体系的两种形态，即天和祖

先，而皇帝则依靠这两者，树立其绝对的权威。其

中一个是“天”和世俗世界关系的宇宙观领域，另一

个则属于世俗世界的内部关系。前者来自超越的

天，后者虽然自非超越发展而来，但是由于皇室先

人被认为是神圣的，其重要性不亚于前者。例如，商

朝凡出征之前，商王必须向先祖“帝”请命以接收命

令和认可。在这个余国藩被称为“祖先创造”(ances⁃
tor-making)的前轴心传统中，礼仪使亲族转变为神

圣权力的象征，并给予帝王超过或挟持天的超越权

威的权力⑥。

礼仪可能是帝制宇宙论规定中最重要的表现方

式。作为宇宙的轴心，皇帝扮演着唯一能通过重要

祭祀而将天、地、人联系在一起的特殊角色。与此同

时，他也通过主持祭祖仪式从而成为“孝”的代表。

这样，他就是既代表“文”的圣明帝王，又代表“孝”的

杰出模范。罗友枝(Evelyn Rawski)探讨了在皇室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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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中，帝制机构怎么处理两种身份的礼仪问题，如在

皇帝为母亲服丧的头一百天，会将每年官方祭坛主

祭的职位委托官员代理⑦。

虽然帝制国家鉴于宗教团体的神秘力量和其影

响力而常常为他们提供庇护，但从一开始，它就试图

系统地阻止神职人员和其他宗教团体发展独立组

织。早在公元5世纪，大乘佛教就曾向中国政权寻求

保护以躲避来自反复无常的统治者或精英竞争者的

迫害。假托是释迦牟尼所作的《仁王经》就向皇权提

出了给予佛教保护的模式，并在后来从唐朝传到朝

鲜半岛和日本。该书的核心观点是佛教和政权应该

互相给予支持⑧。

查尔斯·奥泽克(Charles Orzech)用熟练巧妙的语

言分析阐述了佛教徒怎样使用儒家词汇，将皇帝认

定为和菩萨同样具有“忍”德的明君⑨。即真正的王

者和菩萨是同一宇宙秩序中连贯的组成部分。公元

8世纪在中唐政权任职的不空和尚(Amoghavajra)为
皇帝做出了许多努力以实现这个佛教计划，并且创

造了一种双重权力。不空督建了一系列包括五台山

山峰上的寺院建筑群。由于后来的非汉族统治者还

自视为菩萨，以作为一种针对蒙藏游牧世界的佛教

帝王统治模式，这些建筑群也随之变得更加重要⑩。

元代皇帝忽必烈死后，被认为是五台山文殊菩

萨的化身；满族皇帝则自认为是文殊菩萨的转世，并

常到五台山来朝拜。在民国时期，五台山作为中国

对西藏统治方式谈判的重要地点而再次出现在历史

舞台上。实际上，至17世纪的清代，历代中国帝王为

维护其统治，曾以不同的面孔出现。对于汉族群众

和官僚集团来说，皇帝是天子，并且是王朝先帝的杰

出后代。在满族和东北部落眼中，他是萨满教的保

护者；对佛教徒而言，皇帝又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无论是不是以超越为基础的宗教，皇帝作为护

法中的大护法，都允许其繁荣。但是，这是以其权威

不会受到威胁为前提的。公元13世纪，当马可波罗

试图让蒙古皇帝忽必烈改宗基督教的时候，他记录

下了大汗的如下回复：“不同的民族，分别信仰四位

伟大的先知。基督徒以耶稣为神；撒拉逊人尊崇默

罕默德；犹太人崇拜摩西，而偶像崇拜者以佛陀为

最煊赫的神明。至于我，对这四位先知，都真诚地尊

敬……”􀃊􀁉􀁔雍正皇帝在 1724年与耶稣会士的一段对

话，充分阐明了中国皇帝对于传教型宗教的担忧。

雍正质问传教士：“你们想让所有中国人都改宗天主

教。我知道，这是你们宗教的要求。但是这样一来，

我们会成为什么，你们国王的臣民吗？”而此后不久，

同样是18世纪，福建巡抚是这样描述当地天主教的

特点的：

[天主教与一切教术者流，用心迥不相侔，]
自古及今，如佛法道教流行中国，不过传播其经

文咒语符箓法术，使人崇奉而已，从无到处设法

引诱男妇老幼，使之倾心归依其教，永为彼教中

人者。􀃊􀁉􀁕

公元 1000年代初期，帝制政权多少已经成功笼

络了佛教和道教这两个组织严密的宗教，并使之受

到国家度牒和监督制度的管制。宫廷和精英群体不

仅容忍这些宗教，甚至还支持其多样性的文学、建筑

及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但这一合作是有代价的。正

如苏维德(Hubert Seiwert)所发现的那样，儒、释、道三

家向正统宗教(orthodox religions)的转化标志着他们

的“纯化”(purification)，以及与民间崇拜，特别是那些

被怀疑为反对皇帝天命(imperial mandate)的异端道

德(heterodox morality)的疏远􀃊􀁉􀁖。与此同时，如我们将

在下面看到的那样，超越、千禧年主义革命(millenari⁃
an change)与道德秩序革新(renewal of the moral order)
等概念又受到被边缘化的佛教、道教甚至儒家知识

分子、宗教领袖所带来的影响。

帝制政权和儒家学说的关系则更为复杂􀃊􀁉􀁗。从

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政治史可以被看作是帝王与

儒家知识分子或受其影响的精英人群之间就谁掌握

“天”之权威的竞争。我们熟知作为一统天下的皇

帝，秦始皇为了摧毁儒家采取了焚书坑儒的强力手

段。其后的汉朝则试图接纳儒家学说并且将其实际

发展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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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汉代被人为“塑造”成殷商宗族的直系后代。这

样，他就被转变为可以给予皇帝更大祖先崇拜权力

的皇室先人􀃊􀁉􀁘。

从儒家学说的角度来看，其精英不仅需要对抗

政府的笼络，同时也要应对佛教徒带来的(以及来自

道教徒，但程度较弱的)挑战。事实上，为了应对佛

教超越学说的有力观点，儒家不得不与政权结合。

非轴心文明模式的祖先崇拜，是将儒家学说推向国

家政权怀抱的原教旨式的天下观，而佛教徒在原则

上，完全拒绝接受这一观点。根据周启荣(Kai-wing
Chow)的观点，正统的儒家，不仅强调礼仪，还强化祭

祖和宗族，反对自诩清高的泰州学派和三教合一。

包括正统程朱学派在内的某些理学家，也确实反对

将“帝”看作至高神祇，而坚持“禘”为对宗庙之荐

献。因此，他们强调，皇家祭礼重在宗庙，而并非轻

易诉诸对“上天”的崇拜􀃊􀁉􀁙。

中国早期的宗教性，似乎没有将死亡与天国的

超越联系在一起。相反，他们以一种非轴心模式的

祖先崇拜，回应死亡问题。而“祖先的塑造”，需要精

致、系统和长期的仪式表演和祭祀。在这种模式下，

死去的祖先没有隐退到一个超越的，或者完全不同

的世界，他们继续影响着世俗世界。只有那些得不

到祀享的逝者，才会变成游荡的鬼魂；而那些得到满

足荐献的亡灵，会赐福于孝顺的后代。这类人神共

体的概念，不仅适用于祖先，也同样适用于英雄人物

和有德行的人。通过给予他们诸如“城隍”之类的神

祇头衔，其灵魂被认为可以起到保护神的作用。

第二种笼络儒家知识分子的模式，是将官僚与

考试制度相结合，举世闻名的科举制度。诚然，第二

种合作比第一种更重要，因为虽然政权机构只需要

一定数量的官员，考试制度却可以培养出大量没有

资格做官的低级功名获得者以及更多想取得功名但

不合格的学子。而这些人通常是从小就接受了儒家

经典和正统意识形态教育的。

由于监管像现代数量庞大的官员有多重困难，

帝制官僚集团与其所管理的人口相比比重偏小。这

样它就必须依赖一种既聪明，又不需要太多帝制政

府干预的地方统治模式。到19世纪，政府官员与统

治人口的比例是 1∶30万到 1∶40万。帝制国家可以

通过授予象征性的权力进行管理，但同时又尽量不

让其染指公共财政。通过了科举考试的知识阶层或

有功名的绅士，会因为得到政权的正式认可而被区

别为有象征性权力的精英。他们也因此被指定为处

理当地问题的政府代表(也许帝制时期的封建模式

对此有影响)。这种绅士社会模式(gentry society mod⁃
el)涉及将国家权力托付给一个意识形态上受到国家

主导的精英，而不必在维系社会方面需要投入更多

的财务和政治资本。

到清朝(1644-1911)，围绕帝制建立的正统学说

已经包含宗族意识形态、国家导向的精英阶层和精

心设计的国家崇拜(state cult)。国家崇拜包括了对孔

子和儒家学说的尊崇，但又远不止于此。从祭天到

诸如武圣关帝之类神灵的祭祀活动由作为宗教活动

最高祭司的皇帝亲自率领。这个崇拜体系随后被官

僚和绅士向下复制，一直延伸到保护村社的土地

神。这是土地归属性(territorial-ascriptive)和官僚制

一体的宗教模式 (将祭祀和教化的“教”结合在一

起)。通过地方组织和官僚机构，仪式得以在整个帝

国同步化。我们可以将这种权力的展示称为“政体

的仪式同步化”(ritual synchronization of the polity)。
这个详细又丰富的正统意识形态体系通过囊括

宇宙观和具体制度得以保证精英集团的忠诚。其运

转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相对开放的官僚制度，也

就是说使精英集团有向上和向国家方向移动的动

力，并且可能得以实现。通过和欧洲政权的比较就

可以看出这一制度的高明之处。当时的欧洲国家在

商业和宇宙论(新教)革命中发生了剧变，而唐宋之

交，中国的商业虽然也出现普遍繁荣，帝制政权却得

以提前抑制了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在欧洲，这

种不稳定最终导致了不同新兴商业阶层的兴起和帝

制秩序的垮台，但是在中国，农村和城市的精英群体

则常常被融入到了帝制体系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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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封建正统秩序可以确保与社会重要阶层，

特别是精英的合作，我不想太过于强调对这类中间

群体(intermediate groups)的笼络。有讽刺意味的是，

中国政权的长期存在不仅与他们有限的协作有关，

也离不开地方精英，甚至宗族在反正统文化(coun⁃
ter-culture)中的长期参与。国家可以抵制这种行为，

但是只要它们表面承认正统秩序就可以得到容忍。

我们现在转来了解对话超越 (dialogical transcen⁃
dence)可以采取的策略和战术。

二、纵向整合与纵向调和

我现在要在政治环境比较之下探讨中国宗教。

在欧洲，社会形态随着神圣罗马帝国解体，文艺复兴

开始，以及在旧帝国版图内列国争雄，发生了重要转

变。然而，权力从教皇到邦国的转移，始于13世纪，

漫长的斗争过程历时500年之久。在此期间，这些国

家逐步发展成为“宗教认信式”国家 (confessional
states)，他们在宗教和经济领域的竞争，在 16—17世
纪的宗教战争时期达到了顶峰。1647年签订的威斯

特法利亚合约，可能是规范性权威(normative authori⁃
ty)，即合法使用武力和暴力的权力，开始从宗教体系

脱离这一漫长过程中的第一阶段􀃊􀁉􀁚。最近的研究发

现，这个转变开始于宗教身份(religious identity)与新

型国家结构或多或少的融合。根据我此前试图阐述

的观点，这可能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换言之，在20世
纪民族主义开始反对宗教融合(即便只是在一定程

度上)以前，欧洲北方国家在宗教正统认信化的巩固

中(confessional solidarity)，实际上得到了强化。

这一时期，欧洲社会变成了多个纵向融合的宗

教社区，国家、教会或神职以及信徒在上帝面前合而

为一。原则上来说，特权(privilege)与阶级(hierarchy)
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是次要的。这些认信团体自身，

是民族社会(national societies)的潜在塑造者。虽然

他们与民族社会的区别在于他们既没有自己的领土

也没有近代融合的技能，这些教派信仰中信徒的身

份以及信徒本身即构成了社会本身。这些有教派结

构及其“选民”认识的社团在宗教改革和反改革的过

程中，经历了一场宗教—民族的清洗和纪律革命。

在纯化而有纪律性的国家中，尤其成功的是如荷兰

共和国的加尔文教徒，英国的圣公会教徒，瑞典和德

国的路德教徒；他们在17到19世纪成了支配性的世

界强权。

与之相比较，我们目前看到的中国模式不是纵

向融合(vertical integration)，而是纵向分隔(vertical di⁃
vision)的。皇帝有与天沟通的独占权力，并且严禁民

众涉足；他们只被允许崇拜其祖先和其他一系列神

祇。即便如此，帝制政府仍然因为担心民间崇拜和

灵媒背后隐藏着异端理论而觉得他们是可疑的。这

不仅由于他们可能试图觊觎天命，也是怕发生动摇

社会意识形态基础的事件，如未经许可的“男女混

杂”的过会。政府和精英会定期清除不受政府主导

或并不属于国家祭祀的民间宗教，如18世纪陈宏谋

所领导的去淫祀的活动。因此，很多关于与天沟通

的概念和实践，被驱赶到民间文化的深处，并且混

合、伪装在错综复杂的民间宗教之中。这样一来，就

很难做到楚国官员以“绝地天通”为目的，“使复旧

常，无相侵渎”的建议。

早期研究者对于农村社会民间宗教受到国家崇

拜的广泛影响印象深刻，特别是高度模仿实际帝制

官僚体制的保护神和天国制度􀃊􀁉􀁛。近期的研究者如

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等人认为，国家崇拜与民

间宗教在组织模式和宇宙观上的区别很大。民间宗

教对世界的理解更为个体化，更加激烈，民间宗教认

为有股神秘的灵验力量会依据行为的善恶给予相应

的奖惩􀃊􀁊􀁒。到了清朝后期，国家控制的佛教和道教在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已经被边缘化。

我之前所定义的农村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cul⁃
tural nexus)，即当地领导者通过社群、信仰和实践行

使其领导权以稳定与外部的关系，在正统学说和权

力高层看来则可能是一系列的覆盖、伪装、模糊和遮

掩。这些表象缓和了高层和底层之间的纵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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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常常伪装了对超越、时间体系(temporalities)、社
会地位的变相渴求。佛教徒因而仅主要被请来主持

葬礼仪式，道教徒主要进行赶鬼 (exorcistic)、算卦

(prophesying)等活动，但是民间宗教常常吸纳这些宗

教中非正统的仪式和观点。这种吸收相对缺乏监

督，因为很多僧侣自身就没有得到正统佛教和道教

的任命。

因为顶层到底层之间，不同精英群体在不同层

面的参与，民间宗教得以隐藏在这些伪装的庇护

下。它们随之转变为介于帝制正统和民间文化网络

之间，交流与谈判，调解与适应，隐藏与抵抗的活跃

场所。在此前关帝崇拜的研究中，我力图展示国家

政权如何将这个人尽皆知，被神化的三国英雄提升

到一只手拿着经典书籍的最高级别正统神灵之列。

而民间传说一再传颂的只是他的草莽英雄主义和对

兄弟情义的忠诚。关帝的形象和神话被社会各级的

不同阶层、群体标榜；但它们都为了适应自己的情况

而对他做出独特的解释。

同时，官方又以自己的目的去理解和动员关帝

神话。中国北方的农民会在官方关帝诞辰同步化地

进行祭祀，但是也会另外庆祝他地方性的生日。因

此，关帝神话不仅帮助保留了多样性的丰富文化，而

且也成了不同群体沟通和协商的媒介􀃊􀁊􀁓。

由于民间宗教往往“内嵌”于社区宗教之中，地

方精英，特别是其中没有功名的人会在不同层面上

积极参与其活动。他们因此一方面参加了国家范围

内要求的信仰，另一方面也取得了地方仪式、社会节

庆及广泛流传的“灵媒”领导权。在中国南方和东南

的一些地区，地域概念通过寺观社群之间相关联的

礼仪、庆典活动在广泛的地区延伸􀃊􀁊􀁔。这类活动是地

方精英社群领导权、关系网络和权威来源的展示。

至晚清，这种文化网络不仅接纳颠覆性的，也会接纳

替代性的形式，如数量不断增长的杂糅性信仰和救

世团体。

佛教徒和各佛教派别常常利用民间文化的典故

来迎合正统观点，并协调其有时被看作异端的救赎

理念。出家被看作是尤其不孝的行为，而民间目连

救母的故事就代表了这种迎合。它教育孩子，即使

是发誓要独身的人也可以努力、勇敢地践行孝道，

将失德的父母从恶势力中解救出来。诵经团体(su⁃
tra-reading societies)的救世理念，使女性有了家庭以

外替代性的社会联系，因而对她们尤其有吸引力。

妙善作为观音的化身或者是替身(stand-in)的故事，

讲述的就是教门女性如何践行孝道。在这个故事

中，一位年轻女性因为拒绝父亲安排的婚姻而被赶

出家门，遁入尼姑庵。然而，当她的家庭后来陷入

困境的时候，她带着菩萨的力量回来拯救家人。道

教真人韩湘子的故事与之类似。韩湘子虽然与其

信奉儒家学说、不宽容的叔叔有矛盾，但最终还是

在关键时刻拯救其于危难之中。这些就是在对话

模式下，世俗正统与可能的超越学说之间相互协商

的例子􀃊􀁊􀁕

当然，在极端的另一头，有的群体和社团即便在

这种多样化和流动性的掩盖下也很难伪装自己。几

种受到道教和佛教影响的教门运动也包含着千禧年

主义(millenarianism)和救世圣人思想。这种超越概

念中的弥撒亚主义(messianism)因为包括如在末世前

使他人皈依才能得到救赎的理论而与亚伯拉罕式传

统更为接近。中国民间千禧年主义的来源有几种，

包括佛教的劫或时代(ages)的时间观，以及可以了解

“天”旨意的灵媒(spirit medium)。到 19世纪，这类千

禧年主义出现在道教和佛教的一些教门社团中，也

有相信儒家天国理念的救世团体通过扶乩试图与

“天”取得联系。而这正是让那位楚国大臣担心的。

像很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帝制中国时期的民

间暴乱的确常常是被宗教性，特别是预言式运动所

激起的。这其中包括了道教的黄巾(公元 184-205
年)、五斗米道(公元 2世纪)，以及后来如佛教或杂糅

式的白莲教(1000-2000年中期，持不同超越理念的

不同起义群体的统称)及后来以基督教为旗号的太

平天国运动。也许从对话超越的角度来看，最有意

思的应该是 1850-1864年间，占据了中国南方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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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的太平天国起义。作为基督徒，超越的上帝是

他们宗教的核心特征，但太平天国却是靠此前中国

传统的灵魂附体(spirit possession)树立了权威。他们

代表了一种将上帝的超越权威与民间灵媒权威创造

性的混合。但是他们所掀起猛烈的民间肖像和偶像

破坏运动使他们疏远了社会主流群体。

值得注意的是，义和团在 20世纪初依然鼓励

从“天”获得超能力以驱逐侵犯他们神圣国度的野

蛮人。在观察这些运动的时候，重要的是以超越和

现实秩序之间的矛盾为框架。虽然他们因为历史

原因和契机进行暴乱，但超越理想给予了其批准和

授权。

即使是民间社会的正统宗教团体也可能，并在

事实上促成超越理想和现实秩序之间的差距。它们

正如王大为(David Ownby)所说的那样，“既从主流中

来，又同主流对立”。例如，其中有些团体就批评佛

教教团“放弃了它们禁欲和超越的使命”􀃊􀁊􀁖。王大为

对持末世论的天仙庙道 (Way of the Temple of the
Heavenly Immortals)进行了研究。这为了解这些社团

如何用民间文化传统与根深蒂固的正统或“原旨主

义”的儒家和道教价值相调和来依据传统，甚至乌托

邦理念重建社群提供了实例􀃊􀁊􀁗。它们呼吁用超越权

威来改变现有秩序；这样一来，他们唤起轴心文明的

张力(Axial civilization tension)来推动社会向超越理

想去改变。

从 16世纪的明朝中叶开始，一种新的民间宗教

开始在中国出现并且迅速传播。这些群体常常以宗

教领袖所作的“宝卷”文本为基础，而这些人多来自

对正统秩序感到失望、不满或被边缘化的精英。他

们常从包括精英在内的不同社会阶层中吸纳男女信

众。这其中有以佛教导向为主，唱诵经文的罗教，以

及林兆恩从儒家背景延伸出的三一教，也有的来自

道教传统。然而，因为内部和上层的制度化管理相

对缺乏，这些新宗教在一个共有的“教门环境”(sec⁃
tarian milieu)中传播发展。它们之间相互借鉴，因而

有很多共同的信仰和符号，并且还从地方和民间实

践中吸收乩仙和其他形式的灵媒。它们之间无疑存

在着广泛的竞争，不过总的趋势是发展，并协调不同

的宗教观点􀃊􀁊􀁘。

三、救世团体：社会革新与自我塑造

救世团体在 19到 20世纪这段时期开始出现。

所以称它们为“救世”社团，是因为救赎对他们的大

事(agenda)来说非常重要。典型的救赎元素，是他们

宣称以“克己、修身、度众、济世”为目标􀃊􀁊􀁙。其观念常

常包括对神仙，如老子，或者圣人的信仰，不过圣人

并不是全知全能的神。这些神祇常来自其他宗教，

甚至是去世不久精神领袖的灵魂。其中一些运动从

多种超越理念和修身实践中发展出了引人注目的杂

糅形态，并且在明清时期广泛流行。

帝国晚期杂糅论者鼓励断绝世俗欲望，遵循道

德标准，并于 16到 17世纪在儒家绅士和佛教、道教

居士中流行起来􀃊􀁊􀁚。卜正民(Timothy brook)不想用“杂

糅”一词来形容明代中国所谓“三教合一”的情况，而

更愿意将之称为“三教共治”(condominium of the
three teachings)。他认为，这是此前蒙元时期宗教开

放的延续。当时各宗教都被视为有不被其他宗教所

认识，通向真理的独特道路。王阳明和新儒家的泰

州学派，也支持这种三教学说。

他们认识到佛教和道教中真理的重要性，但是

把自己的心学哲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王阳明和他

的学派相信要超越这三个学说才会最终得道􀃊􀁊􀁛。

直到今天，大多数中国民间寺庙依然延续着至

晚从明代开始，同时信奉佛教、道教、地方和官方神

祇的传统。三教合一是几乎所有民间宗教共有的理

念。其中，不同人物或创教者在这些救世团体的杂

糅中起了不同的作用。换言之，与三种宗教之间的

相互适应相伴的是等级划分，或者至少是功能上的

区分，即儒家的伦理观，佛教的生死观，和道教的自

然观。然而，如卜正民所说，这三教对道的共同追

求，是“中国宗教伟大的统一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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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清帝国的终结以及国家正统的崩溃，给

这些救世团体的发展和转变开启了新时代。民国政

局的分裂以及军阀政客各自为政，使得这些群体得

以在民国早期社会获得此前在帝制时期以及1928年
之后所不能扮演的重要角色。例如，救世新教也像

其他宗教一样想挽救世界。该组织不仅建设医院、

孤儿院、难民营等机构，也通过传播和公共媒介(如
学校、报纸、图书馆、文学)，兴办救济性的工厂、农

场、借贷所，乃至承担道路、桥梁的修理工程来雇佣、

帮助穷人􀃊􀁋􀁓。至于红卍字会，其名字可以从佛教词汇

中去理解，至于其在模式上则力图成为东方的红十

字会。在 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后，红卍字会工作在

救济行动的最前方，并且在1946到1949年的内战中

是上海最大的慈善、社会救助机构。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 1920年代期间，很多这

些机构得以正式建立并且发展迅速。在这段时间，

西方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但被认为变得太过物

质主义和暴力化􀃊􀁋􀁔。这些社团因而试图用东方的超

越理念纠正西方物质文明存在的不足。通过杂糅

性，他们期望建立不仅包括儒家、佛教、道教，也包

含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内的宗教普遍主义 (reli⁃
gious universalism)。换言之，他们扩展了普世主义的

视野(ecumenical vision)，并且采取了更自觉的适应

态度。

救世团体中最著名的有道德会、道院及其慈善

分支红卍字会、同善社、在理教、世界宗教大同会

(源自 1915 年在四川成立的巫山社)以及一贯道。

关于 20世纪早期这些社团传播资料的主要来源是

1930年代到 40年代日本对中国宗教和慈善社团的

调查。

根据日本调查者和中国北方傀儡政权官员的研

究，这些社团自称有大量信徒。同善社声称到 1929
年，他们已有 3000万信众􀃊􀁋􀁕，而红卍字会则称其到

1937年也发展到了700到1000万人的规模􀃊􀁋􀁖。

中国也有一些针对某个教派的突出研究。如山

东大学李世瑜教授为了深入了解调查对象，曾多次

参加一贯道的活动􀃊􀁋􀁗。不过，陈荣捷(Wing-tsit Chan)
在研究中，倾向于否定它们在中国宗教史上的重要

性。在他看来，这些社团“观点消极，目的世俗，信仰

肤浅”􀃊􀁋􀁘；他还引资料称：至 1927年，红卍字只有 3万
信徒，而不是末光高义 (Suemitsu Takayoshi)所说的

300万(1932年)􀃊􀁋􀁙。但是陈荣捷注意到，至 1923年同

善社在中国内地和满洲有超过 1000个支部􀃊􀁋􀁚。在最

近的研究中，邵雍对这些社团的批判态度，可能较陈

荣捷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却引用了与日本调查更接

近的数字􀃊􀁋􀁛。

这些近代救世团体从三教杂糅的传统中继承了

普度思想和自我道德革新(moral self-transformation)
的目标，但也保留了更早时候杂糅性社团的教门传

统、民间神明以及算命、占卜、乩仙等通灵活动􀃊􀁌􀁒。

这样一来，他们继续保持着与中国民间社会的有机

联系。

救世团体实现的是宇宙观的杂糅和社会融合，

或者如萨瓦托利(Salvatore)所说，不同社群(communi⁃
ties)、文化、时间体系(temporalities)、阶级、性别之间

“联系性正义”(connective justice)的重要媒介。

这些社团一方面与精英的轴心超越传统相联

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投身到致力于“人类繁荣”(hu⁃
man flourishing)的民间实践之中。一篇民国时期所

作的一贯道经文声称，其宗旨在于通过将宇宙真理

带给人们，使人们可以找回儒家思想所谓的良心和

佛教所谓的佛性。即使作为这些社团中最神秘之一

的一贯道，到民国早期的时候，也改变了其宇宙论和

传道观念以适应现代历史发展的需要􀃊􀁌􀁓。另外注意

20世纪20年代一段对道院领袖的采访：

问：道院所旨者何？

答：内外兼修；坐功修内，行善修外。

问：然“道”者谓何？

答：“道”者，万物根源也。非一教而有明

善之力。道实无名，然吾人既为人，必先名之以

致其敬。故尊五教之祖。亦敬天、尊德，以慈

善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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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从这些社团中看不到民主或者科学的

理性，但是从它们20世纪的档案来看，他们适应和包

容的老传统与新时期的实践和规则能并行不悖，如

在其组织中给予女性一定“权利”(rights)􀃊􀁌􀁕。这些社

团与世界上其他现代宗教和道德社团相似，也通过

纲领和章程组织起来，并拥有强烈的此世导向以及

救赎理念。道德会还声称它试图将科学的世界观和

亚洲思想中的宗教、道德理念融合起来􀃊􀁌􀁖。康有为作

为伟大的改革家和君主立宪的支持者，于 1920年开

始担任道德会的主席，直到他 1927年去世。他认为

如果没有道德和精神上的洗心革面(regeneration)，人
类的进化就会停滞，甚至因为当前物质上的享乐主

义潮流而变得更有破坏性􀃊􀁌􀁗。

像其他几个协会一样，红卍字会不仅从事传统

和现代的救济，他们的活动也有国际性的，如参与国

际救援及帮助在巴黎、伦敦和东京设立世界语教授

职位􀃊􀁌􀁘。至 1913年，在清代很晚时候才出现的在理

教，在北京和天津已经有了28个分会􀃊􀁌􀁙，而到1920年
代仅在天津就有48个。在理教发起的是一个严格修

身的运动。他们兴办的戒毒所通过使用草药和践行

“正身”，据说每年能彻底治愈超过 200名鸦片瘾患

者􀃊􀁌􀁚。与这一外在或者说此世层面相辅相成的，是下

面将要讨论的，更强的内在层面。它涉及道德、宗教

对个人精神和身体的培养􀃊􀁌􀁛。

一些日本研究者试图通过广义的马克思主义范

畴来捕捉这些群体的社会性质。泷泽(Takizawa)把它

们看作一种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宗教特性，即新

兴资本家力图将穷人富人在传统语境下联合起来。

穷人对宗教思想及接济的欢迎，对富人而言是赢得

民众支持的一个方法。不过，学者们一致肯定这些

信徒的宗教热情和奉献精神􀃊􀁍􀁒。他们认为这种热情

是那些力图操纵这些群体的人无法总为己所用的。

然而，尽管这些社团可以使阶级矛盾得到缓和，其宗

教性继续使之倾向于普世主义。让我们更仔细地考

察其中的一个团体，道德会。

道德会于 1919年是由山东的上层文人围绕曾

侍读过宣统皇帝的神童建立起来的。其繁荣一直

持续到国民党政权的确立及 1928年反宗教运动的

开展􀃊􀁍􀁓。它不仅在中国境内有大量信徒，并且在世

界范围内有广阔的网络。其会长康有为相信国家

终极的意义在于从普世主义的大同世界乌托邦实

现自我超越。

在中国东北，道德会随着传奇人物王凤仪

(1864-1937)的加入而在 1920年代中期突然扩张。

随他入会的还有在辽宁和热河的大量信众和学校网

络􀃊􀁍􀁔。王凤仪是一个来自热河省朝阳县，背景平常，

靠自学成才的地方知识分子。崇拜者将他奉为“仪

圣”，而他在民间社会被称作“善人”。其活动被形容

为传统的“教化”，或致力于道德转型。“得道”以后，

他献身于宣讲和行善，鼓励孝行，效法圣人，还用他

发明的“性理批病法”(theory of nature)治疗各种疾

病􀃊􀁍􀁕。他在五行、阴阳、儒释道三教杂糅一处的复杂

理论基础上，发展了一套教义以及自我知识(self-
knowledge)、自我实现 (self- realization)和自力更生

(self-reliance)的实践。

简言之，其学说的理论部分力图证明金、木、水、

火、土这“五行”对人行为特征“五性”的塑造不是决

定性的，而要与不同情况下利用“五行”的修道结合

起来。在一定层次上，他的理论注重内在的修身，但

也强调只有通过经历不断变化的外在活动才会最终

发现自我。自我探索和自力更生是王凤仪哲学的核

心内容􀃊􀁍􀁖。

王凤仪的哲学根植于王阳明的泰州学派，但他

发展出的“自我的技术”(the technology of the self)则
要在三教合一这个更广阔的宗教背景下去阐释􀃊􀁍􀁗。

在当代这一哲学的追随者，自称为“后新儒家”的林

安梧(Lin Anwu)看来􀃊􀁍􀁘，王凤仪肯定了人性或人的天

性本善及儒家三纲(父子、君臣、夫妇)的原则。他发

现这些理论与佛教的“三宝”和道教的“三华”(性华、

心华及身华)相适应，并且都可以从佛教的“三界”中

去理解􀃊􀁍􀁙。但是林安梧又认为，该哲学的目的：“既

不是命定，则便可化，可化在己，而不是在人，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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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深生命的资源，唤醒人们自家生命的主体能动

性，让人人都成为一个根源性的存在，便能通天彻

地，与天地人我结为一体。”􀃊􀁍􀁚王凤仪通过对宇宙论

的整合唤起超越理想而发展出了一整套自我和社

会转型的理论，并因此赢得了大量信众。近些年

来，王凤仪的学说得到了中国和西方不同儒家学界

的广泛注意􀃊􀁍􀁛。

王凤仪对“化世”的执着在他与道德会有联系

之前就引起了地方上的注意。《朝阳县志》注意到

他的工作有助于改进风俗，普及教育。由他的儿

子倡议兴建的一百多所单一性别学校都被命名为

“国华学校”􀃊􀁎􀁒。而他被称赞为“开明吾女界数千年

之黑暗。”􀃊􀁎􀁓

王凤仪精力过人，他在中国北部、满洲地区广泛

游历并建立学校和道德会分会。重要政治人物，如

满族学者白永贞不仅资助王凤仪，还通过其书法使

王凤仪的教化手册更有吸引力􀃊􀁎􀁔。

在其重建中国文明价值观和“改造世界”的活动

中，女性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王凤仪所构想的，

是能将现代思想与中国长期存在的自我、世界理想

融合在一起的新社会。他积极参与了女德学校的建

设，并且到 1925年已经建成了 270所。在他加入道

德会以后，这些学校也被一同纳入该组织。男女隔

离的教育无疑来自王凤仪对经典伦理的坚持，但是

他也坚持认为女性是过去与未来的联系者。在一次

他与基督教牧师的谈话中，王凤仪指出了历史上各

宗教的不足之处。所有宗教无疑都指向“道”，但它

们实际上都忽视，或贬低对女性“道”的教育。而他

坚持为了让她们可以理解“道”，应该使之接受教育，

并“立业”􀃊􀁎􀁕。

我对道德会女性自我塑造模式进行过研究。这

些“修身”实践与更理想化的世界内外“无形的武器”

一并代表了这些社团在不同层次上接触宇宙的方法

论。到这时，他们的理念已经包括了一些现代的、开

化的观念，如允许女性参与公众服务。我尤其想指

出女性如何处理她们哲学中互相矛盾的层面以实现

自己的目标。

其论述通常来自基于王凤仪五行理论的自我

分析，而这些元素存在于一个人的人格里。通过自

我反省和端正行为可以平和例如水和火之类相反

的元素，以使这些元素达到平衡。取自儒家传统的

一整套词汇，如立身、立业、立志、知命、知性、知止

等词汇修饰了这些思考与行为的范畴。然而在一

个外人看来，这些道德会女性实践中最有意思的部

分，可能是她们记录下来的那些哲学中既压迫女

性，但又给予她们力量，鼓励她们取得成就之间的

矛盾。

虽然王凤仪对女性的认识是进步的，他依然要

求女性终生遵从儒家的“三从”思想，即遵从父亲、丈

夫和儿子。然而与亚洲的大部分地区相比，伪满洲

国的城市社会相对现代些；道德会的女弟子尤其关

注工作自由和西方化的女性。对这些女性而言，道

德会最受欢迎的一点就是其存在本身。在“社会”这

个新词汇所代表的公共空间里她们可以卸下道德包

袱，扮演自己的角色。

一位陈夫人在回想起公共服务时，认为其重要

性包括能给女性带来独立。白夫人也响应这种说

法，说四十岁以上的女性记得她们年轻时很少可以

出门，而这种限制常常在女性中间产生令人紧张、不

快的氛围。在道德会建立起来以后，她们可以相互

学习，听课了解她们的社会角色，并且可以摆脱道德

约束。在这段时期，女性认为儒家的“立身”不能理

解为之前所谓身体上的言行举止，而更多的是“立

业”，或建立自己生计的方式。陈女士发现当女性有

了自己的生活，她们就可以投入到净化世界的活动

中(“活着能舍身世界”)。这样一来，因为个人不是为

了金钱或者名誉操劳，也就摆脱了私欲。这难道不

是“立身”最好的方式么？􀃊􀁎􀁖

蔡伯母承认，在 33岁的时候，她曾经无视长辈，

选择离家以使自己受到教育。虽然她曾经不够孝

顺，但是她现在完成了“尽心”教育其子孙的使命。

她总结说自己吃素，虔诚信教，并且努力让自己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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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荣。蔡伯母在其叙事中采用了一种常见的策略，

即米歇尔·福柯所谓“真理的游戏”(games of truth)的
一部分。也就是说，经验被转化成了真理。她们将

自己从这种哲学中的一个价值观脱离出来，然后依

附于另一个。这样一来，普世教育、个人精神、自我

牺牲以及最重要的公共服务的价值会胜过不孝和服

侍无良、不忠的丈夫。

刘夫人记得她母亲被要求回到娘家，而她和兄

弟被禁止去探望母亲的痛苦经历。现在已经是成人

的她们帮助母亲有了自己的生活来源(立业)，并且致

力于重建家庭。刘夫人说：

圣人要求我们服从三位男性人物(三从)并
向我们的丈夫学习。丈夫说的我们都听，而我

们说的他们却不听。我丈夫不仅吃肉，而且品

行也不很正派。我不仅只吃过一回肉，而且是

个孝顺的媳妇。难道我不正是他应该取经学道

的那个人吗？

这些叙述充满了追求个人自主的主题，而这根

植于救世团体的道德和普世性目标。陈夫人认为，

其父母作为“好人”与她能够成为道德纯洁的人的方

式是不同的。她的父母是村里或者县里的好人，而

她是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好公民。顾夫人是1993年
我在台北采访过的另一名道德会成员。她记得小时

候在伪满洲国，她拒绝接受家长制体系，并坚持认为

女性应该是独立的。待她长大后，她认识到道德力

量这一无形武器会培养舍己为人的“公心”。无论是

日本还是国民党的政权都不能阻挡她和她同伴们对

拯救世界之“道”的追寻。

这些话揭示了现当代对话超越(dialogical tran⁃
scendence)如何运作。超越的，无形的正义力量

(force of good)通过具体的情况和生活经验被发现和

培养。变化中的社会风俗、结构和权力，无疑会改变

这些经历自身的内容。但是去拒绝、抵抗，并与这

些压迫深重传统交涉的道德权威来自自主和超越

的力量。将深切感受的经验转为真理可能就是我

描述过的产生超越认识的途径。但如果是这样，那

么这个途径就需要辨识和忍耐，并且不能是绝对的

和确定的授权。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对话超越不仅

允许个人和经验上的转变，还反过来鼓励对普世价

值的献身。

很多宗教和救世团体只要能够有宗教自由和相

对和平的环境就愿意与现代政权合作。换言之，他

们对超越的理解使他们可以通过在此世的世俗活动

中得到拯救􀃊􀁎􀁗。但是近代中国政权对宗教群体持非

常怀疑的态度􀃊􀁎􀁘。

中国历史上正统和异端派别与救世团体之间的

对立产生了一个特定的文化现象，即正统宗教和国

家反复称这种民间宗教是政治活动的伪装。但是其

核心逻辑是谁能获得超越力量。宗教信徒的宇宙论

倾向于授权那些受到超越权威鼓舞的人，不过这并

不意味着与政治相关。而通过禁止宗教群体的活

动，国家得以延伸政治逻辑并使他们政治化。虽然

有矛盾，但是只要这些社团表面承认正统秩序，加上

还有不少精英掺杂其间，帝制政权就仍然必须容忍

其大量存在。

近代政权对这些群体的容忍度要低得多，并且

禁止其传播。他们继承的帝制逻辑，由于确信科学

主义是国家建设和国家竞争力的条件，反而得到加

强。国民党政权(1927-1949)将这些宗教社团划归为

迷信崇拜并发动了清理他们的运动。在 1930年代，

国民党通过从宗教社团中剥离、合法化慈善机构，在

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让步。到后来，特别是在日本入

侵中国以后，他们的禁令难以维持。虽然在 1990年
代的文化自由期间这些宗教曾谨慎地恢复活动，但

它们现在仍然被禁止􀃊􀁎􀁙。

对于绝大多数汉学家来说，中国近现代世俗化

历史的概念被认为是不恰当的。如我们所看到的，

欧洲的天主教、新教以及其他宗教团体一定程度上

因为我之前说过的纵向融合，有原始的国家组织形

式而被怀疑有政治化倾向，继而发展到宗教战争。

世俗化正是为了制止这类战争才应运而生的。设计

世俗主义制度的目的在于容纳这种竞争，将宗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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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更大范围的国家制度之下，以有限保护其不受对

手，后来乃至国家的侵犯。这样，宗教被私有化，或

者说臣服于现代民族国家􀃊􀁎􀁚。

除了 19世纪中期虽然短暂但规模巨大的太平

天国运动，中国历史没有给教派信仰可以公开繁荣

的环境，这样也就限制了其对社会的发动能力。尽

管中国历史上没有根植于信仰的社群，20世纪初期

的民国很快就接受了西方的世俗主义概念。可能

并不出人意料的是，采纳这种概念以后，政府马上

需要发展出相应的教会组织来应对合法宗教。高

万桑(Vincent Goossaert)证实，民国政府力图去建立

或者培养类似教会的组织，这样就出现了国家级别

的佛教和道教组织。人们意识到，现代政权只有在

其新的政府管理框架下动员这类组织和资源，才能

保障世俗体系的优势。但这个策略并不成功，因为

在一定程度上，国家指定的道教和佛教不能有效领

导其信众。普通信徒的真实信仰依然存在于其他

地方􀃊􀁎􀁛。

与此同时，作为帝制中国后继者的民国能够通

过新的方式重新定义这一宗教性问题。由于多数民

间宗教性(popular religiosity)既不是通过以信仰为基

础的宗教，也不是通过国家教会组织起来的，国家

可以很容易否定其作为宗教的资格。民间宗教，包

括教派和救世团体被定性为不同类型的迷信或者

是异端。它们不仅被排除在世俗政权有限的保护

之外，而且在整个 20世纪都被禁止，并受到猛烈攻

击。在很多方面，民国比帝制正统政权更不能容忍

民间宗教。

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汉族核心地区的现代

中国政权避免了全球范围内身份政治蔓延所带来的

宗教社群化和政治化。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个

相互关联的宗教国家化和国家神圣化的过程。日本

和印度都没有逃脱这一命运。从19世纪开始，英属

印度社群政治(communal politics)的传播，代表了 20
世纪最后二十年将印度教或“印度性”(Hindutva)宗教

正统认信与国家化的努力。但是这是我们要进行比

较的另一个问题。让我们在这里比较一下日本和中

国的经历。

四、中国与日本

将中国和日本的经历一同研究成果丰富，因为

两者之间在20世纪前后有过非常密切的交往。两个

社会都经常从流转的观念和共有的文化资源中寻找

对相似问题的回应。

德川家康时期的日本明显有一个以儒家“天”

(Heaven)思想、神道教仪式、对佛教寺庙结构控制等

为基础的国家信仰模式支持着幕府的权威。德川幕

府试图使地方寺院成为国家宗教控制下的有机组成

部分。居民们都被要求到佛教寺庙注册。这样一

来，佛教一方面受到政府支持，另一方面也被置于政

府的严格控制下。与之相似，国家对受许可佛教的

控制常导致仪式化，以及救世和杂糅宗教(如有的以

《莲华经》为基础)的出现。特别是从 19世纪早期开

始，这些宗教虽然常被迫害，但是如果在限制范围内

活动也是可以被允许的􀃊􀁏􀁒。

以传统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日本文明无疑是非

超越的。即使北川(Kitagawa)所说道和法，即中国化

“天”的观点和佛教涅槃带来了超越的因素，但在国

家社会和救世团体中起支配性作用的力量是“内在

的神权体制”(immanent theocracy)。“简而言之，得益

于被认可的天和神灵合一的新神话(公元前8世纪)，
内在神权(immanental theocracy)得以出现。神道教和

佛教都因之发生了改变；随后它们又渗透到国家社

会的各个层面。”􀃊􀁏􀁓在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看
来，日本政权早就很好地理解了超越地位的意义。

其统治者试图“用轴心来取缔轴心”，并且他将日本

的传统文明称作是“内敛掩盖型超越”(submerged
transcendence)的类型􀃊􀁏􀁔。

我虽然同意，日本的政治体制在 10—20世纪实

现了对“轴心超越”的超克，但是其超越的教义和理

念，从来没有完全被“湮灭”过。当然，没有多少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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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的理念，能免于对成就的渴望。与之相反，有人

认为，日本“内敛掩盖型超越”的政治传统，懂得其

需要与社会的超越理想达成妥协。如贝拉所说，只

要日莲宗(Nichiren)及净土宗(Pure Land)的信众不构

成政治威胁，其超越理念就可以在明治时期以前存

在下来􀃊􀁏􀁕。

如同中国，日本在19到20世纪也经历了一个声

势浩大，与救世团体很类似的宗教繁荣。岛薗进

(Shimazono Susumu)称之为“新宗教”。这些团体包括

天理教 (Tenrikyō)、大本教 (Ōmotokyō)、人道教、灵友

会等，会员人数占到日本人口的 15—20%。它们有

很强的救世思想和杂糅性，并且至少在宣传中自称

是普世主义的􀃊􀁏􀁖。在援助 1924年东京大地震以后，

道院(即红卍字会的母体)与大本教关系密切。大本

教称其任务是“从世界历史的视角看，没有一个国

家有能力去控制别的国家，没有一个文化是全世界

通行的，也没有一个宗教能够吸纳所有人。所以，

我们必须致力于用‘大本’(Ōmoto)的爱和信仰获得

和平。”􀃊􀁏􀁗

就如同几十年后的中国，日本在向民族国家的

转型中从早期的模式中挣脱了出来。尽管他们拒绝

了历史上儒家和佛教的礼仪，但是日本和中国一样

也在世纪之交认为一个国家性宗教或者仪式是民族

国家所需要的。总的来说，虽然宗教自由的观念和

国家与教会的分离在美国和法国革命前就已经出

现，但是大多数欧洲国家继续保留与“认信模式”相

一致的国家或民族教会。直到 1905年，法国国会才

通过将国家和教会分开的法案(有些权威机构则称

这依然不是一个完全的分离)􀃊􀁏􀁘。
此外，两个东亚国家都受到基督教传播的威

胁。尽管明治政府宣布宗教自由，日本仍然发展出

国家神道 (state Shinto)，作为对基督教和佛教的回

应。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改革者，接受了如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和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s)等著

名传教士的观点，认为“科学与教会”才是现代性的

秘诀􀃊􀁏􀁙。

很明显，明治模式的国家宗教以东亚历史形式，

即国家通过仪式和祭祀对“天”行使独占权力而融入

了现代国家。的确，我们可以说这些仪式和祭祀不

能被视作是“宗教”，并且神道教的教士、官僚当然也

会反对如此看待国家神道􀃊􀁏􀁚。相反，它们作为对东亚

政权宇宙论的部分继承，代表了加强国家力量的礼

仪权威。然而，他们被看重更多的是象征意义，而不

是其宇宙论。在公民身份层面他们试图达到的目的

值得我们去了解。在这里我想通过最基本的方式指

出，为了彰显权威的需要，这套祭祀模式适应了帝制

中国概念中“政体仪式同步化”(ritual synchronization
of the polity)。在全国范围内，神道神社崇拜的官僚

化(bureaucratization)、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同步化

(synchronization)原则与“新三教”(pedagogy of the
Three Teachings)，即征兵、国家税收、义务教育相伴

出现􀃊􀁏􀁛。

国家神道能否被看作宗教代表了日本当时一

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不太过深究这个问题的话，我

们可以确定在19世纪晚期，国家宗教的模糊反映了

日本在面对宗教的全球性话语(global discourse of re⁃
ligion)和地缘政治新变化时自己的应对方式。同时

期的欧洲，民族主义需要更强的地理和政治认同，

而不是国家宗教的归属感。国家宗教的地位也因

而变得越来越不稳固。地缘政治上，日本面对着顺

应当时西方标准的压力，同时也认识到一定要建立

自己相应的国家力量以与之对抗。以此为背景，通

过正式分离国家神道和神道神社(宗教)，明治政府

可以一方面宣布神道教代表了公共礼仪，同时也要

求其国民遵从一种“宗教认信式”的爱国主义和服

从主义􀃊􀁐􀁒。

在从封建政权过渡到民族国家强权和太平洋

地区霸权竞争者的四十年里，明治政权完成了向利

维坦式(Leviathan)专制国家的转变。国家不仅有宗

教问题上的决定权，而且将神圣权力集中在所谓日

本创立者天照大神的直系后代，即天皇手中。这一

天皇神性转变为国家权威的具体体现，成为国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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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永恒性(timelessness)完美融合的象征。正是这

个融合的成形驱动了今天靖国神社僧侣(Yasukuni
priests)和右翼政客的政治活动。换言之，“内在

神权”(immanent theocracy)转化成了特别强大的，可

以给人民施加巨大压力的“正统政权”(regime of au⁃
thenticity)。对于他深爱的日本，泰戈尔在 1916 年

说，“人民欣喜而自豪地接受这种全面渗透的精神

奴役，因为他们急于将自己转变成权力机器，即‘国

家’的一部分，并让其他机器也加入这种集体性的

世俗主义”􀃊􀁐􀁓。

这就是维新后日本民族国家的强大霸权。即

使佛教和救世团体可能与国家有模棱两可的关

系，他们也常下意识地和民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

的话语保持一致，将日本看作是亚洲历史发展和

启蒙文明中的领跑者。这样看来，许多佛教徒和

新宗教接受他们想通过帝国主义来“文明化”(civi⁃
lize)亚洲邻国的普度思想也就并不奇怪了。毫无

疑问，日本低沉而平静的超越和普世性运动不仅

从来没有被清除，还在日本战后社会扮演了更重

要的角色。

结语

本文试图从比较的视角认识中国宗教社会史，

这一视角揭示出来的，是历史上中国这一文明母体

区别于其他社会的特征。中华帝国对中华文化圈内

外周流着的制度与文明的吸收方式，至少从蒙元时

期开始，就表现出高度的持久性。这种国家—民间

宗教之间的调试，如何经过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流转

历史的巨大力量(circulatory historical force)，是一个

复杂的故事。

中国和日本相比的根本不同之一，在于日本于

19世纪有能力接近宗教正统认信模式的民族主义，

而与之相比，中国只有为建立一个儒家宗教做过短

暂的努力。矶前顺一(Isomae Junichi)认为，日本宗教

领域的新教化带来了两种趋势，即佛教、神道教等宗

教思想家称他们的权威源于超越资源，但同时也服

从于以天皇为化身的国家正统性(national authentici⁃
ty)体系􀃊􀁐􀁔。1868年明治维新前后，不同传统的对话超

越都曾存在，但是明治政权显示出更强的力量去“湮

灭”这些运动，或者让他们臣服于新建立的天皇崇拜

之下的宗教正统认信式的民族主义。

实际上，“湮灭”现象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汉

字文化圈的国家礼仪传统。明治政权可以将其重塑

为帝制崇拜，那为什么中国政权没有能力这么做？

这里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中国皇帝没有被当作

神，其他人也可能得到天命。而在日本，天皇代表着

自开天辟地开始正统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其超越传统要远强过中国。此外，从历史上来看，

1911年中国帝制体系的最后崩溃也制造了一个软弱

的政权。与各色各样救世团体一起繁荣起来的还有

帝国治下的分离主义和割据势力，特别是在五台山

西部和西北的佛教地区。即便付出努力，对于一个

弱国而言，以儒教或者仪式主义为基础建立宗教正

统的认信国家的代价，也太高了一些。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这一分析，特别是从西方和

其他地区的经验去理解，世俗主义与中国的关联程

度不高。在西方，世俗主义是对几个世纪以来根深

蒂固、血腥的教派斗争的回应。世俗主义最终被发

展出来，保护“认信主义国家”里的小宗教派别不受

大教，乃至日后国家本身的威胁。在世界的很多地

方，认信主义与世俗主义常常同时出现(如日本)，并
且在快速成功后，使这些社会，在宗教上遗留下众多

后续问题。很多这些宗教群体，曾经，而且依然在努

力摆脱宗教认信主义，并避免转化成少数族群或民

族政权的附属物。

道德权威从“认信主义”的或“正统”(authentic)政
权，转移到一个公正的世俗真理 (impartial secular
truth)的规定性理想(regulatory ideal)依然是困难的。

该理想常内嵌于如法律原则或者博爱主义之中。但

即便是在欧洲的核心地区，回退到宗教—民族主义

(religio-nationalism)的可能性，也始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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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由于纵向分隔和民间宗教持续到

20世纪的调解作用，近代中国可以摆脱宗教认信式

的民族主义。在这个语境下，太平天国起义的失败

是 19世纪中叶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曾经有可能分

裂国家政权，并使之“宗教认信化”。在近几十年，

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表明，中国还需要从

更实质的层面处理世俗主义问题。20世纪早期围

绕宗族意识(lineage ideology)建立的民族主义代表了

中国宗教性更内在的一面。沈松侨、冯客 (Frank
Dikotter)等学者证明，黄帝作为中国人终极祖先的

神话在联系全世界华人的作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该联系都因为共同的

血脉纽带而得以巩固􀃊􀁐􀁕。由此可见，用子女义务(fil⁃
ial obligation)来比喻国家和公民的关系不足为奇。

然而，中国政府依然需要应对民众对超越的渴望；

无论它来自基督教、佛教，还是对话超越中的救世

传统。而且香港、台湾和其他地区的实例似乎显

示，在国家不反对宗教表达自己渴望超越权力的情

况下，宗教还是愿意投身自己的事业，并乐于远离

政治。

注释：

①Jose Casanova, Public Relig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Chi⁃
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 211-212.

②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③校者按：Confessionlization，有时被不准确地译为“教派

化”或“宗派化”。这一概念源于 confession(忏悔、认信)和 con⁃
fessionalism(认信论)。主要背景是宗教改革以来的新教各

派，对基督教教义的完整性与权威性的强调，“认信”因而成

为宗教认同的重要表达与社区边界。“认信论”的兴起，被称

为新教的经院哲学，或第二次宗教改革。

④Chang, K. C, "Shamanism and Politics" in 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Cam⁃
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44-45.

⑤关于中国哲学研究领域明确否认儒家超越观点，请参

见Roger Ames, Confucian Role Ethics: A Vocabulary, Ch’ien Mu
Lecture Series, Hong Kong & Honolulu: Hong Kong Chinese Uni⁃
versity Press and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不过应该注意的

是，大多数诸如牟宗三、杜维明这样战后的新儒家，坚持一种

与我所说“对话超越”更接近的儒家观念。

⑥Anthony Yu, State and Religion in China: Historical and

Textual Perspectives, Open Court, Chicago and Lasalle, IL, 2005.
⑦Angela Zito, Of Body and Brush: Grand Sacrifice as Text /

Performance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
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Wang Aihe, Cosmolog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Early China, Cambridge(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06-208. Evelyn Rawski, "The Imperial Way of
Death: Ming and Ch’ing Emperors and Death Rituals," in 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James Watson and Ev⁃
elyn Rawski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p. 233-235.

⑧ Charles D. Orzech, Politics and Transcendent Wisdom:

The Scripture for Humane Kings in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Bud⁃

dhism, University Park(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⑨Charles D. Orzech, "Puns on the Humane King: Analogy
and Application in an East Asian Apocryph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09, No. 1(Jan.-Mar., 1989), pp.
17-24; 21.

⑩Charles D. Orzech, "Metaphor, Translation, and the Con⁃
struction of Kingship in the Scripture for Humane Kings and the
Mahāmāyūrī Vidyārājñī Sūtra," Cahiers d'Extrême-Asie, Vol. 13,
2002, pp. 55-83, 72-73.

􀃊􀁉􀁓Susan Naquin and Evelyn S Rawski,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9; 145. See also Gray Tuttle, 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88-92.

􀃊􀁉􀁔Peter Harris ed,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Everyman's
Library Classics & Comtemporary Classics)

􀃊􀁉􀁕英文转引自Eugenio Menegon, Ancestors, Virgins and Fri⁃

ars: Christianity as a Local Relig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
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19; 134。英文译

文与原文略有不同，方括号内文字，校者据原文献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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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rt Seiwert in collaboraton with Ma Xisha, Popular Re⁃
ligious Movements and Heterodox Sects in Chinese History, Brill:
Leiden, 2003, pp. 3-5.

􀃊􀁉􀁗C. K. 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
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C. K. 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45-47.
􀃊􀁉􀁙Chow Kai-wing, 145.
􀃊􀁉􀁚Ingrid Creppell, "Secularization: religion and the roots of

innovation in the political sphere," in Ira Katznelson and Gareth
Steadman Jones ed, Religion and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Cam⁃
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3-45.

􀃊􀁉􀁛 Arthur Wolf,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in Arthur
Wolf ed., Studies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31-182.

􀃊􀁊􀁒Stephan Feuchtwang, 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 The Im⁃

perial Metaphor, London: Curzon-Routledge, 2001, pp. 74-84.
􀃊􀁊􀁓 Prasenjit Duara, "Superscribing Symbols: The Myth of

Guandi, Chinese God of War,"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7, No. 4(Nov., 1988), pp. 778-795.

􀃊􀁊􀁔Kenneth Dean, "Local Communal Religion in Contempo⁃
rary Southeast China," China Quarterly 173, June 2003: 336-358.

􀃊􀁊􀁕Daniel Overmyer, "Values in Chinese Sectarian Literature,"
in David Johnson, Andrew Nathan, Evelyn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5. 关于韩湘子，请参见由柯若朴(Philip Clart)自杨尔曾《韩

湘子全传》译介的The Story of Han Xiangzi: The Alchemical Ad⁃

ventures of a Daoist Immortal,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7。

􀃊􀁊􀁖David Ownby, "Chinese Millenarian Traditions: The For⁃
mative Ag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4.5(Dec 1999): 1528.

􀃊􀁊􀁗David Ownby, "Imperial Fantasies: The Chinese Commu⁃
nists and Peasant Rebellion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3.1(2001): 65-91, 15-20.
􀃊􀁊􀁘有关宣讲宝卷的群体的研究，请见 Daniel Overmyer,

"Values in Chinese Sectarian Literature"；对于三一教的研究，请

见Kenneth Dean, Lord of the Three in One: The spread of a cult in

Southeast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也

可参见Hubert Seiwert, Popular Religious Movements, 358-365。
􀃊􀁊􀁙熊希龄，民国时期一位总理曾说过：“古今中外，各种宗

教皆以无私无我为旨，以救人救世为归，精而通之，合于大同

之真理。”转引自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p. 110.
􀃊􀁊􀁚Kai-wing Chow, The Rise of Confucian Ritu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thics, Classics, and Lineage Discourse, Stan⁃
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1-25.

􀃊􀁊􀁛Timothy Brook, "Rethinking Syncretism: The Unity of the
Three Teachings and their Joint Worship in Late-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21(1993): 13-44.要注意的是，“杂

糅主义”一词常因为殖民传教混杂了当地民间信仰，被认为低

劣、不纯正而被排斥。我解释对话超越概念部分的目的恰恰

是扭转这种认识。

􀃊􀁋􀁒Timothy Brook, "Rethinking Syncretism: The Unity of the
Three Teachings and their Joint Worship in Late-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21(1993): 22.

􀃊􀁋􀁓兴亚宗教协会编：《华北宗教年鉴》，北平：兴亚宗教协

会，1934年，485-6；491-3。
􀃊􀁋􀁔万国道德会“满洲国”总会编辑科编：《“满洲国”道德会

年鉴》第 4卷，新京：万国道德会“满洲国”总会编辑科，1934
年，第1页；泷泽俊亮：《宗教调查资料》第3卷，新京：伪满洲国

民生部社会司编印，1937年，第67页；兴亚宗教协会编：《华北

宗教年鉴》，第505—507页。

􀃊􀁋􀁕末光高义：《支那の秘密結社と慈善結社》，大连：满洲

评论社，1932年，第252页。

􀃊􀁋􀁖泷泽俊亮：《满洲の街村信仰》，新京：满洲事情案内所，

1940年，第67页。

􀃊􀁋􀁗校者按：李世瑜先生生前供职于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

教学》杂志社。

􀃊􀁋􀁘Wing-tsit Chan, Religious Trends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167.

􀃊􀁋􀁙Chan, Religious Trends, p. 164.末光高义：《支那の秘密

結社と慈善結社》，第302页。

􀃊􀁋􀁚Chan, Religious Trends, p. 165.
􀃊􀁋􀁛邵雍：《中国会道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第174页。邵雍没有对会道门成员数量进行系统估算。他所

提供的只是各地分散的，乃至是会道门所声称的不同数据。

他在一处说 1918年，同善社仅在湖南省就有超过 2万名信

徒。他又称1938年，河南、山东、安徽会道门成员总数可达百

万(同上，第 325页)。最让人吃惊的是，他引用的材料认为

1936-1937年，道德会仅在伪满洲国，信徒数量就高达 8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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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321页)。
􀃊􀁌􀁒同上，第22—27页。

􀃊􀁌􀁓孚中：《一贯道历史》，台北：正一善书，1997 年，第

278—280页，第 308—309页。另见李世瑜：《现在华北秘密

宗教》，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8年，第50—
55页。

􀃊􀁌􀁔对于道院的采访，请参见末光高义：《支那の秘密結社

と慈善結社》，第266页，及326—328页；泷泽俊亮：《满洲の街

村信仰》，第 76—78页；以及Chan, Religious Trends, pp. 164—
167。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139-140.
􀃊􀁌􀁖万国道德会“满洲国”总会编辑科编：《“满洲国”道德会

年鉴》第1卷，第3—6页。

􀃊􀁌􀁗万国道德会“满洲国”总会编辑科编：《“满洲国”道德

会年鉴》第 4卷，第 1页；泷泽俊亮，《宗教调查资料》第 3卷，

第67页。

􀃊􀁌􀁘末光高义：《支那の秘密結社と慈善結社》，第 292—
305，354页。

􀃊􀁌􀁙兴亚宗教协会编：《华北宗教年鉴》，第507—527页。

􀃊􀁌􀁚末光高义：《支那の秘密結社と慈善結社》，第 262—
263页。

􀃊􀁌􀁛对于这些社团，特别是红卍字会的社会福利活动最完

整的报告，请参见上海市社会局的《上海市社会局业务报告》

(1930年、1931年、1932年上半年，以及1946年1月)。
􀃊􀁍􀁒泷泽俊亮：《满洲の街村信仰》，第282—284页；末光高

义：《支那の秘密結社と慈善結社》，第337—340页。

􀃊􀁍􀁓邵雍：《中国会道门》，第321页。

􀃊􀁍􀁔同上，第306—307页。

􀃊􀁍􀁕林安梧：《因道以立教——以王凤仪〈十二字薪传〉为

核心的展开》，台北：中华民族宗教学国际会议，1989年，第

12页。

􀃊􀁍􀁖林安梧：《因道以立教——以王凤仪〈十二字薪传〉为核

心的展开》，第15—17页。

􀃊􀁍􀁗校者按：一般认为泰州学派为阳明弟子王艮所创。

􀃊􀁍􀁘John Makeham ed, New Confucianism: A Critical Exami⁃

n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43.
􀃊􀁍􀁙林安梧：《因道以立教——以王凤仪〈十二字薪传〉为核

心的展开》，第13—15页。

􀃊􀁍􀁚同上，第19页。

􀃊􀁍􀁛Makeham, New Confucianism.王凤仪的五行情绪治疗法

确实在中国和西方都得到支持。参见Heiner Fruehauf, "All
Disease Comes From the Heart: The Pivotal Role of the Emotions
in Classical Chinese Medicine," Classical Chinese Medicine. org
15, 2006. http://www.jadeinstitute.com/jade/assets/files/Fruehauf-
AllDiseaseComesFromTheHeart.pdf; http://classicalchinesemedi⁃
cine.org/dev/wang- fengyis- five- element- style- of- emotional- h
ealing6-parts/; http://www.swarthmore.edu/healing-through-the-
emotions-the-confucian-therapy-system-of-wang-fengyi.xml等
内容(2014年2月2日登陆)。

􀃊􀁎􀁒孙庆璋等纂修：《朝阳县志》，朝阳：万国道德分会铅石

印刷工厂，1930，第19卷，第14—16页；第35卷，第45—46页；

《“满洲国”道德会年鉴》第8卷，第23页。

􀃊􀁎􀁓孙庆璋等纂修：《朝阳县志》，第35卷，第46—47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民国人物传》，北

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 166页；《东北方志》，第 10卷，第

521页。

􀃊􀁎􀁕“满洲国”道德会编辑科编：《第三届“满洲国”道德会道

德讲习语录》，新京(长春)，1936年，第4卷，第207页。

􀃊􀁎􀁖“满洲国”道德会编辑科编：《第三届“满洲国”道德会道

德讲习语录》，第4卷，第181页。

􀃊􀁎􀁗通过办学校、讲座，宣传白话道德经典以及建立民间启

蒙社团以“移风易俗，开启民智”，道德会大张旗鼓地向无论贫

富、男女的社会各个阶层延伸。

􀃊􀁎􀁘更多细节，请参见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

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
man and Littlefield, 2003.当伪满洲国建立的时候，道德会响应

日本的“王道”构想，与红卍字会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社团。王

凤仪得到了伪政府支持，在新京组织了一次重要集会，并很快

在全伪满洲国范围内建立支部。到 1934年，在伪满洲国的

312个支部运作着235所道德学校，226个讲习所，以及124家
诊所。到 1936年，即王凤仪去世的前一年，道德会声称已有

13个总部，208个县市级支部，529个镇一级支部。其成员及

干部据称包括从城市到农村的各级高官、商人、地主。伪满洲

国政府的高层中国人物，如袁金凯、张景惠都与之有联系。其

对于和平、道德，以及用东方学说拯救世界的主张贴近这些上

层老士绅后代的想法。作为一个教化机构，它显示了强烈的

宣传动机。道德会非常信赖并依靠乐善好施、信仰坚定的积

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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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senjit Duara, "Knowledge and Power in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Campaigns against Popular Religion in Early
20th 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1(Feb. 1991),
67-83.

􀃊􀁎􀁚 Reinhart Koselleck, Critique and Crisis: Enlightenment

and the Pathogenesis of Modern Society, Cambridge(MA): The
MIT Press, 1988, pp. 80-85.

􀃊􀁎􀁛Vincent Goossaert, "Republican Church Engineering: The
National Religious Associations in 1912 China," in Mayfair Yang
ed, Chinese Religiosities: Afflictions of Modernity and State Forma⁃

tion, Berkeley and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8, pp. 209-
232.

􀃊􀁏􀁒Shimazono, Susumu, From Salvation to Spirituality: Popu⁃

lar Religious Movements in Modern Japan, Melbourne: Trans-Pa⁃
cific Press, 2004 p.77.

􀃊􀁏􀁓 Joseph M. Kitagawa, "The Japanese‘Kokutai’(National
Community): History and Myth," History of Religions, Vol. 13,
No. 3 (Feb, 1974), pp. 209-226; 221; 223. 另参见 S. N. Eisen⁃
stadt, Japanese Civilization: A Comparative Review, Chicago: Uni⁃
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以及下述Bellah的研究。

􀃊􀁏􀁔Robert N. Bellah, Imagining Japan: The Japanese Tradi⁃

tion and its Modern Transformation,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A, 2003. 7-9, 13.

􀃊􀁏􀁕Bellah 2003, 20-21.
􀃊􀁏􀁖Shimazono, From Salvation to Spirituality, 71-75 and pas⁃

sim.
􀃊􀁏􀁗末光高义：《支那の秘密結社と慈善結社》，第317页。

􀃊􀁏􀁘McIntire, C. T, "The Shift from Church and State to Reli⁃
gions as Public Life in Modern Europe," Church History, March 1,
2002, Vol. 71, Issue 1: 152-177; 153.

􀃊􀁏􀁙Jerome Ch’en, China and the West: Society and Culture,
1815-1937 Hutchinson, London 1979; 100, 108, 272.

􀃊􀁏􀁚Helen Hardacre, Shinto and the State, 1868-1988, Prince⁃
ton, NJ. 1989; 49.

􀃊􀁏􀁛Helen Hardacre, Shinto and the State, 1868-1988, Prince⁃
ton, NJ. 1989; 32, 70-76.

􀃊􀁐􀁒Yijiang Zhong, "Gods without Names: the Genesis of Mod⁃
ern Shinto in Nineteenth Century Japan," PhD dissertation sub⁃
mit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1. 特别参见第五章，

"Gods without Names, 1876-1884."
􀃊􀁐􀁓Rabindranath Tagore, "Nationalism in the West," in Ram⁃

achandra Guha ed, Nationalism,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2009,
p. 49.

􀃊􀁐􀁔Isomae Jun’ichi, "Deconstructing‘Japanese Religion’: A
Historical Survey," Japanese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 32/2:
235-248, Nanzan Institute for Religion and Culture, 2005.

􀃊􀁐􀁕Frank Dikö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沈松侨：《我以我血荐

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载《台湾社会研究季

刊》，第28期，1997年12月，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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